
 

环境污染激发公众环境关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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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家户调查与城市匹配数据，从环境问题关

注、环境行动和对政府环境工作评价三个层面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公众环境关注的影响。研究发现：

（1）在环境污染的驱动下，公众对环境问题更加关注，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私人环境行动，对政府环境

工作更为不满，但是环境污染并未激发公众更深层次的公共环境行动。（2）面对环境污染，不同社会

群体的环境关注呈现出分异的特征，老年人对环境问题更加关注且对政府环境工作更为不满，而城

市居民的私人环境行动更为积极。（3）环境污染对环境关注的驱动作用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存在阶

梯性差异，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居民对环境问题更加关注和采取积极的私人环境行动，而东部地区居

民则采取了更深层次的公共环境行动。此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较高的就业增长率能够缓和环境

污染引致的公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对政府环境工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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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空气污染为例，在

2016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54 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超标，超标占比高达 75.1%（环

境保护部，2017）。 ①相关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会加剧心肺疾病的发病率，降低居民平均寿命

（Ebenstein，2012；Chen 等，2013；张晓等，2014；Ebenstein 等，2015）。同时，一些重大突发性环境污

染事件也时有发生，如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污

染事件等。这些污染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反响，也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2015 年

关于雾霾的“穹顶之下”记录片更是被称为中国版的“寂静的春天”，这种看得见的环境事件开始

催生自下而上紧迫的环境危机意识。

环境质量具有明显的公共品特征，普遍存在着集体理性和个人理性很难协调、搭便车和个

体机会主义盛行等问题。现实中，由于不同个体利益诉求的差异，对环境污染的感知和承受能力

也不尽相同。同时，理性经济人也面临着提高环境质量和获取经济利益的双重需求。这导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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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在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同时却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王金胜，2016）。根据《全国公众环境意

识调查报告》，我国公众环境意识①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环保行为则呈现倒 U 形下降趋势，

成为未来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升的关键，且公众更多地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对环境问题

负有重要责任②（闫国东等，2010）。谢瑾等（2015）基于“雾霾天，是否开车”的网民调查发现，我国

网民个人参与雾霾治理的责任感较差，大多数人认为雾霾治理应由政府来做。Harris（2008）的研

究也发现中国目前对待环境问题更倾向于表达环境保护意愿，而在实际行动上往往畏葸不前。

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日益迫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已经成为环境保护向更高、更深

层次推进的重要支点。在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冲击下，公众如何作出环境行为决策？环境污染的

暴露和感知能够引发集体的环境认知和环境行为改变吗？是更多地反思自身的生活方式，从自

己做起应对环境危机，还是更多地将矛头指向政府？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促进公众积极的环境行

动，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治理合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激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促进了公众积极的私人环境保护

行动，同时也表现出公众对政府环境工作的不满以及深层次公共环境行动依然迟缓等特征，且

环境污染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环境关注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

主要体现在：首先，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环境行为的社会基础，

而忽略了宏观环境和经济因素对个人环境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工作有助于把握公众环境行为的

整体决策趋势和机制特征。其次，本文研究比较了环境污染对不同类型环境关注影响的差别，由

浅层的环境关注和对政府的评价到深层的环境行动，同时本文也考察了环境污染对不同社会群

体环境关注影响的异质性，这弥补了许多文献仅考察单一环境行为的不足，有助于对环境污染

与环境关注的关系做出更加全面的阐释。再次，本文对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环境关注的理论机制

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个体由环境态度到环境行动的决策机制，这为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解释

提供了基础。

二、文献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环境关注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梳理

Dunlap 和 Riley（2002）将环境关注定义为，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

或意愿。然而，公众的环境关注是多元和复杂的，涉及环境感知、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等。实际

上，个人的态度、意图和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三者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根据计划行为理论，

人的行为的产生与改变有着复杂的心理过程，态度通过行为意向产生影响，而行为意向也受到

行为主观规范以及感知到的行为控制的影响（彭远春，2013）。因此，环境感知是环境关注产生的

前提，环境态度体现为公众对环境关注的程度，但是环境态度不一定产生环境行动，故更深层次

的环境关注则为具体的环境行动。而环境行动又可分为私人和公共两个维度（Hunter 等，2004），

前者被称为浅层环境行为，后者被称为深层环境行为（王凤和阴丹，2010）。

长期以来，对环境关注影响的因素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侧重强调认知、情

感、信念、价值观、文化等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彭远春，2013），考察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以及

环境认知−环境态度−环境行为间的线性关系（Bamberg 和 Möser，2007；孙岩等，2012；杨成钢和

何兴邦，201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文献开始关注外在因素对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影

响。Guagnano 等（1995）提出的 A−B−C 模型认为，环境行为是个体环境态度和社会结构、社会制

度与经济动力等外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王    勇、郝翠红、施美程：环境污染激发公众环境关注了吗？

① 包括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三个方面。

② 责任主体比重由大到小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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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上述理论路径，现有的研究多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和宏观经济环境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针对社会经济特征，基本形成了以下假设：一是年龄假设。大都认为年轻人具有更高

的环境关注水平，更愿意采取积极的环境行动。因为年轻人具有更新的环境生态理念，并且由于

环境污染的阶段性特征，年轻的一代相比年老的一代对环境污染具有更加深刻的印象。二是社

会阶层假设。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具有更强的环境偏好；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更加关注基本的

生存条件，而对环境污染问题相对忽视（Liere 和 Dunlap，1980；Jones 和 Dunlap，1992；栗晓红，

2011；Conroy 和 Emerson，2014）。三是性别假设。通常认为女性具有更高水平的环境关注度，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母亲的身份，更加关注环境对孩子的影响（Hunter 等，2004；王建明等，

2011）。四是居住地假设。与乡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面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更为

突出（范叶超和洪大用，2015），因此，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环境关注水平。此外，一些研究还考察

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特征的影响（Guber，2003）。

其次，针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体现为两个假说。一是经济富裕假说，即经济发展程度越

高，公众的环境行为越积极（Diekmann 和 Franzen，1999）。一方面，是源于收入提升对更高环境质

量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预算约束线的上移，更多的环境改善支出成为可能。二是经济应急假

设（Economic Contingency Hypothesis）。当宏观经济形势较差，经济弱势群体更关注经济增长，而

不是环境保护。如 Elliott 等（1997）发现，在经济繁荣时期，对环境保护支出的支持增强，经济衰退

时则减弱。Greenberg（2004）、Conroy 和 Emerson（2014）分别基于盖洛普调查数据发现，当经济形

势走弱，人们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而弱化环境保护。Kahn 和 Kotchen（2010）发现，低经济增长率和

高失业率会降低公众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支持。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关于环境关注的研究多从社会经济

特征的视角切入，缺乏对环境污染影响环境关注的作用机制的系统梳理和实证检验。其二，环境

关注的讨论多集中于环境态度，如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实际环境行动的研究很少，缺乏环境意

愿与环境行动的比较。本文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环境污染影响公众环境关注的作用机制与假说

环境关注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环境污染的暴露和感知，这种污染暴露的机制也被称为污染

驱动假说（王玉君和韩冬临，2016）。首先，环境污染越严重，公众越能够感受到相应的环境风险，

进而增强对环境污染的认知。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切实感受到环

境污染带来的伤害，如健康疾病风险、生理的疼痛感和心理的愉悦感、个人的幸福感等。Gu 等

（2015）基于 Helsinki 地区的研究发现，在空气污染的影响下，室外工作经历高疼痛的群体更加关

注环境。二是环境污染暴露者的环境知识水平，只有具备相应的环境知识才能认清环境污染的

风险，进而增强环境关注度。聂伟（2014）的研究表明，环境知识是不同区域和城乡间的环境关注

度差异的重要因素。

其次，即使在同样污染程度下，不同的社会群体受环境污染影响的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与污染源越近，或经历过环境侵害，对环境问题就越关注（左翔和李明，2016）。除此之外，关于差

别暴露对环境关注的影响形成了系列假设，包括：差别职业、差别体验等（范叶超和洪大用，

2015）。一般认为弱势群体更容易陷入更高的健康风险之中，而弱势与非弱势群体的划分很大程

度上又依赖于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李梦洁，2015）。上述说明的是被动的环境关注机制，而主动

的环境关注更多地体现为“收入−环境”偏好机制。环境质量作为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收入越

高对环境质量的偏好和要求就越高，这自然就表现为更积极的环境关注度。基于上述逻辑关系，

绘制环境污染影响环境关注的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同时提出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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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1：一个地区环境污染越严重，公众的环境关注度越强。

假说 2：环境污染更容易驱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的环境关注度。

Ui

然而，环境态度与环境行动往往存在很大的距离。其主要差别在于：个人在表达环境关注

态度时，不需要付出实际的成本；而环境行动则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包括收入成本、时间成本

等，如减少开车而增加时间成本，对闲暇时间的挤占等。一个人可能不太再愿意牺牲个人的兴趣

和快乐而致力于环境保护，而对污染的感知能够促使自我牺牲的环境行动。从个人理性视角看，

环境行动的收益与成本并不一致，当个人收益不能弥补成本支出时，环境行动的动力就会不足。

为了反映个人是否愿意付出环境行动的成本，假设个人做出环境行动的决策取决于实际环境行

动所获得的净效用 ：

Ui = Ri

[
Ci(gi),E(gi),gi

]− sigi （1）

R(·) Ci gi E si

∂R/∂C > 0 ∂R/∂E > 0 ∂R/∂gi > 0 ∂2R/∂C2 < 0 ∂2R/∂E2 < 0 ∂2R/∂gi
2 < 0

其中： 是收益函数，取决于个人消费 、环境行动 ①和环境质量 ，假设单位环境行动的成本

是固定的。收益函数满足 ， ， ，且 ， ， 。

则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Ri

∂E
× ∂E
∂gi

+
∂Ri

∂gi

= si−
∂Ri

∂Ci

× ∂Ci

∂gi

（2）

gi
∗

其中：左端表示个人行动通过促进环境质量改善带来的间接满足感或收益，②第二项表示环境行

动为个人带来的直接收益，比如由于个人具有一定的环境知识和认知，通过环境行动能够带来

直接的满足感。右边第一项表示采取环境行动的固定成本，第二项表示环境行动对消费产生的

挤出效应，进而降低消费带来的效用。例如个人参加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减少汽车出行等活动均

会降低个人的闲暇时间，对日常消费带来的效用产生挤出效应。在该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可以

确定一个最优的环境行动 。根据 Hotelling 引理，环境行动即为环境质量和环境行动成本的函

数。据此提出如下待验证的研究假说：

假说 3：环境行动成本越高，环境污染对环境关注度的驱动效应越小。

如果只是关注环境问题，相应的环境行动成本几乎为 0。而从环境行动的角度来说，相对于

私人环境行动，更深层次的公共环境行动需要付出更高的环境行动成本，③如参加环境公益活动，

环境保护捐款等。因此，该假说的一个备择假设是：

相对于公共环境行动，环境污染更容易驱动私人环境行动。

环境污染 污染暴露程度

社会经济地位 环境关心

污染程度

差别暴露

差别暴露

环境偏好差异

污
染
风
险
感
知

污
染
风
险
认
识

图 1    环境污染、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环境关注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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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环保主义者更能够从环境保护行动中获得更高的效用收益。

② 实际上，个人环境行动对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微乎其微，因此，该项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可以把环境质量看作是外生的。

③ 从 CGSS 的调查问卷可以很容易判断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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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数据和实证结果

（一）模型、数据和变量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样本量为 11 438 人。为了检验

环境污染对中国公众环境关注的影响，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yi j = β0+β1 pollution j+Xi j
′β+Z j

′β+εi j （3）

yi j j i其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第 个地级市第 个居民的环境关注。根据 CGSS 有关环境的调查问题，

本文研究的环境关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①二是环境行动，参照王玉君和

韩冬临（2016）、王薪喜和钟杨（2016）的研究，分为私人环境行动和公共环境行动；②三是对政府环

境工作的评价，包含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评价。③在以上被解释变量中，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用二值变量表示，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为多值离散变量。现有的一些研究如洪大用等（2014）、

王玉君和韩冬临（2016）验证了 CGSS 环境关注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水平，可以对这些选

项进行累加分析，故将私人环境行动和公共环境行动视为连续变量。

pollution j

Xi j

Z j

是第 j 个城市的环境污染强度，④本文分别采用 2010−2012 年各地级市年均单位土

地面积的工业烟尘、SO2 排放量的对数来衡量，⑤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是居

民个人特征，基于当前的一些研究，如聂伟（2014）、Rama 等（2015）、王玉君和韩冬临（2016），包括

年龄、性别、婚姻、收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工作状态和环境知识等。 是城市特征变量，包括

2010−2012 年各地级市的年人均 GDP、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环境关注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10 673 0.0320 0.1761 0 1

私人环境行动 10 621 9.1184 2.3319 5 15

公共环境行动 10 627 5.9306 1.6148 5 15

对中央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 8 793 3.1588 1.1794 1 5

对地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 8 961 3.0394 1.1799 1 5

环境污染强度
工业 SO2 排放量/行政区域面积 9 689 2.5620 3.1374 0.0818 25.1158

工业烟尘排放量/行政区域面积 9 789 5.5775 5.0592 0.1956 21.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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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应在 CGSS2013 调查问卷的问题为：下列各种社会问题中，您认为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吗？回答是环境问题为 1，否为 0。由于认

为环境问题是第一需要解决的样本仅有 342 个，占全部样本的比例过低，为此根据调查问题，如果被调查者认为环境问题是第一、第二和第三

需要解决的问题，均表示被调查者认为环境问题是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② 其中私人环境行动对应的问题为：在最近一年里，您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行为？包括：垃圾分类、讨论环境问题，买日常用品自己带

购物袋、塑料包装袋重复利用、主动关注环境信息等五个问题。答案依次为：从不、偶尔、经常。公共环境行动对应的问题为：在最近一年里，您

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行为？包括：环境保护捐款、积极参加环境宣传教育、积极参加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环境问题投诉等五个

问题。答案依次为：从不、偶尔、经常。

③ 对应的问题为：您认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样？设定的有序排列答案为：（1）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

护工作；（2）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3）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4）尽了很大努力，有一定成效；（5）取得了很大成就。

④ 虽然 CGSS（2013）没有提供城市代码，但是由于其与 CGSS（2010）采用同样的抽样设计，故通过两者的匹配来确定 2013 年样本的调查

城市。

⑤ 采用三年的均值是为了更准确地估算一个地区的污染量，用 2012 年一年的数据回归结果并没有太大改变。《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也提

供了各地级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但是笔者认为，废水排放具有局域性，对公众环境关注的影响不如大气污染物直接和可比。而且居民也会通

过搬迁等方式来规避水污染，更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故本文未采用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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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别描绘了地区污染程度与环境关注（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中央政府环境工作的评

价、私人和公共环境行动）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私人环境行动与地

区环境污染强度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环境污染越严重的地区，当地居民的环境关注度

续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 男性为 1，女性为 0 10 673 0.5019 0.5000 0 1

婚姻 已婚为 1，其他为 0 10 673 0.7843 0.4113 0 1

年龄 周岁年龄 10 672 48.5413 16.3303 17 97

收入 受访前一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8 420 9.5574 1.1803 4.3820 13.8155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为 1，其他为 0 10 673 0.0965 0.2953 0 1

工作状态 工作为 1，其他为 0 10 672 0.6251 0.4841 0 1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为 0，普通中学为 1，职业教育为 2，

成人教育为 3，普通大学及以上为 4
10 667 1.1070 1.2438 0 4

居住地 城市为 1，农村为 0 10 673 0.6009 0.4897 0 1

环境知识 根据 CGSS 环境知识量表计算 10 673 3.0245 1.9497 0 10

人力资本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10 673 5.3578 1.1884 2.3317 9.0671

信息化 移动电话用户数/总人口 10 192 5.2954 0.4441 4.4413 6.3816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9 990 10.6700 0.5166 9.4586 11.5083

矿产丰富程度 矿产储量指数 9 171 6.1560 0.9305 3.4462 7.9256
　　注：个人特征数据来源于 CGSS，城市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2013 年《中国城市年鉴》，工具变量矿产丰富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矿

业年鉴》。

0

0.1

0.2

0.3

m
y
1

−2 0 2 4

lniyc

2.0

2.5

3.0

3.5

4.0

m
y
2
_
1

−2 0 2 4

lniyc

7

8

9

10

11

m
3
_
p
ri
v
at
e

−2 0 2 4

lniyc

5

6

7

8

m
y
3
_
p
u
b
li
c

−2 0 2 4

lniyc

图 2    工业烟尘排放与环境关注度散点图
 

注：横坐标是地区工业烟尘排放强度，纵坐标是环境关注在地级市层面的均值（左上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右上是对中央政府环

境工作的评价，左下是私人环境行动，右下是公共环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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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人环境行动越强。而对中央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与地区环境污染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

关关系，即环境污染越严重，居民对中央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越低。公共环境行动与地区环境污

染强度虽然呈现正向关系，但是相对于私人环境行动的斜率要小得多。

（二）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类型，分别采用 Probit、OLS 对以环境问题关注和环境行动反映的环

境关注度进行回归，解释变量为单位土地面积的工业烟尘排放。表 2 中的（1）、（3）、（5）列为未控

制市级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2）、（4）、（6）列为控制市级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

明，环境污染显著增强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付出更加积极的私人环境行动，但是环境

污染对公共环境行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证实了假说 1 和假说 3。因为一般情况下，公共

环境行动的成本相对更高，因此，相对于私人环境行动，环境污染对公共环境行动的影响较小。

王玉君和韩冬临（2016）的研究也认为，抗争性公共环保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在环境污染严重的地

区更大，导致公众不愿意参与。

表 2    环境污染对环境关注的影响

PROBIT OLS OLS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私人环境行动 公共环境行动

（1） （2） （3） （4） （5） （6）

工业烟尘排放
0.1051*** 0.0881** 0.1516*** 0.1213***

0.0210 0.0248
（4.94） （2.48） （5.40） （2.88） （0.27） （0.94）

性别
−0.1188*** −0.1073*** −0.4905*** −0.4697***

0.0284 −0.0153

（−3.06） （−2.69） （−9.65） （−9.40） （0.77） （−0.45）

婚姻
−0.0587 −0.0581 0.1337** 0.2052***

−0.0058 0.0114

（−1.23） （−1.19） （2.04） （3.21） （−0.15） （0.27）

年龄
−0.0034** −0.0035** 0.0076*** 0.0053***

0.0002 0.0003

（−2.15） （−2.13） （3.74） （2.67） （0.08） （0.21）

收入对数
0.1827*** 0.1400*** 0.1947*** 0.1062***

0.0380 0.0415**

（8.26） （5.98） （7.10） （3.74） （1.08） （2.30）

普通中学
0.0157 0.0557 0.4651*** 0.4426*** 0.2286*** 0.2025***

（0.32） （1.08） （7.29） （7.00） （5.85） （5.32）

职业教育
0.0886 0.1330 0.7640*** 0.7364*** 0.5145*** 0.4599***

（1.12） （1.63） （6.77） （6.71） （5.37） （5.37）

成人教育
0.1162 0.1193 1.1771*** 1.0552*** 0.9447*** 0.8814***

（1.24） （1.23） （8.97） （8.15） （7.84） （8.08）

普通大学及以上
0.0424 0.0576 1.3080*** 1.0706*** 0.8823*** 0.7464***

（0.55） （0.72） （12.08） （9.90） （8.34） （9.09）

政治面貌
−0.0120 0.0147 0.2902*** 0.4424*** 0.3186*** 0.3997***

（−0.20） （0.24） （3.41） （5.20） （3.53） （5.82）

工作状态
−0.1043** −0.0934*

−0.0947 −0.0785 0.1167** 0.0938**

（−2.07） （−1.82） （−1.46） （−1.24） （2.24） （2.30）

居住地
−0.0323 −0.0647 0.7145*** 0.5907***

0.0921 −0.0142

（−0.72） （−1.35） （11.95） （9.66） （1.12） （−0.37）

环境知识
0.0578*** 0.0599*** 0.2173*** 0.1968*** 0.0746*** 0.0678***

（5.36） （5.42） （14.81） （13.46） （4.61） （6.76）

城市人力资本
0.0783 0.0958 −0.1579***

（1.11） （1.1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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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环境污染对公众环境责任认识的影响，分别以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

作的评价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有序 Probit 回归，见表 3。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导致公众对政府环

境工作的评价降低，且对中央政府环境工作评价的下降更为明显，这反映出公众对中央和地方

政府环境责任评价的分化。这一结论无疑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也是合理的。一方面，说明我国

公众的环境保护态度多是政府依赖型；另一方面，公众认为中央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

责任。这种对政府环境保护的依赖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即自上而下的环境政策（周娟，201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公众对地方政府环境工作的容忍度要高

于中央政府，因为前者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关系更为密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公众在经济增长与

环境问题上的权衡。

续表 2    环境污染对环境关注的影响

PROBIT OLS OLS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私人环境行动 公共环境行动

（1） （2） （3） （4） （5） （6）

城市信息化
0.1341 0.2867***

−0.0600
（1.52） （2.89） （−1.04）

城市人均 GDP
0.0692 −0.3574***

0.0409

（0.91） （−3.99） （0.69）

是否省会城市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Pseudo R2/R2
0.0723 0.0205 0.2154 0.2639 0.1024 0.1674

样本量 7 685 7 685 7 649 7 649 7 654 7 654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环境污染对公众环境责任认识的影响

OPROBIT OPROBIT

对中央政府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1） （2） （3） （4）

工业烟尘排放
−0.0171 −0.1260*** −0.0597*** −0.0865***

（−1.08） （−5.20） （−3.82） （−3.68）

性别
−0.0131 −0.0043 −0.0486*

−0.0404

（−0.46） （−0.15） （−1.75） （−1.44）

婚姻
0.0228 0.0075 0.0017 0.0049

（0.64） （0.21） （0.05） （0.14）

年龄
0.0052*** 0.0063*** 0.0048*** 0.0047***

（4.53） （5.32） （4.32） （4.07）

收入对数
−0.0220 −0.0369**

0.0184 −0.0357**

（−1.46） （−2.28） （1.23） （−2.22）

普通中学
−0.1252*** −0.0740** −0.0745** −0.0669*

（−3.46） （−2.02） （−2.14） （−1.89）

职业教育
−0.1402**

−0.0585 −0.0623 −0.0208

（−2.46） （−1.01） （−1.10） （−0.36）

成人教育
−0.2807*** −0.2595*** −0.2063*** −0.2183***

（−3.97） （−3.60） （−2.86）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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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序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在表 2 和表 3 的基础上进一步报告在自变量取均值时，环

境污染对环境关注影响的边际效应，见表 4。结果表明，单位土地面积的工业烟尘排放每增加一

个百分点，公众认为环境问题是最先需要解决问题的概率就显著上升 1.89 个百分点，对中央政

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认可（即居民选择 y=4 和 y=5 的概率）显著下降 3.69 个百分点，对地方政府环

境保护工作的认可显著下降 3.02 个百分点。

对个人特征变量来说，男性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实际的环境行动均显著低于女性。老年人

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更高，且老年人的私人环境行动显著高于年轻人。收入越高的人，越

认为环境问题最重要，具有更加积极的私人和公共环境行动。但是收入越高，对中央政府环境保

续表 3    环境污染对公众环境责任认识的影响

OPROBIT OPROBIT

对中央政府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1） （2） （3） （4）

普通大学及以上
−0.2303*** −0.1723***

−0.0276 −0.0525
（−4.02） （−2.92） （−0.49） （−0.91）

政治面貌
0.2111*** 0.2380*** 0.0866** 0.1484***

（4.97） （5.46） （2.05） （3.43）

工作状态
−0.0056 −0.0027 −0.0222 −0.0162

（−0.15） （−0.07） （−0.63） （−0.46）

居住地
−0.2134*** −0.1850*** −0.0854*** −0.1334***

（−6.42） （−5.27） （−2.62） （−3.92）

环境知识
−0.0455*** −0.0459*** −0.0315*** −0.0306***

（−5.62） （−5.56） （−3.96） （−3.80）

城市人力资本
−0.1725*** −0.2608***

（−3.40） （−5.23）

城市信息化
0.0055 −0.0088

（0.09） （−0.14）

城市人均 GDP
−0.0790 0.1808***

（−1.43） （3.20）

是否省会城市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0144 0.0164 0.0055 0.0111

样本量 6 435 6 435 6 549 6 549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环境污染对公众环境关注的边际影响

因变量 p（y=1） p（y=2） p（y=3） p（y=4） p（y=5） 样本量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0.0189***

− − − − 7 685
（2.48）

对中央政府的评价
0.0211*** 0.0258*** 0.0099*** −0.0177** −0.0192***

6 435
（5.18） （5.19） （5.17） （−2.12） （−5.11）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0.0128*** 0.0194*** 0.0021*** −0.0137*** −0.0165***

6 549
（3.67） （3.68） （3.39） （−3.68） （−3.67）

　　注：上述边际效应分别对应表 3 中（2）、（4）、（6）列的估计结果，表中小括号内为 z 值，***、**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

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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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的评价越低。不同受教育群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教育水平越高，就会

采取更加积极的环境行动，同时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也越差。城乡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

注差异不明显，但是城市居民的环境行动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同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环境工作的

评价也更差。除了年龄之外，这些结果与现有的一些关于不同社会人口特征间环境关注差别的

研究一致（Conroy 和 Emerson，2014）。老年人环境关注高于年轻人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中青

年人更加关注个体生计等问题，相应较少关注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老年人接受集体主

义教育较多，社会责任感相对较强（宋言奇，2010；王建明等，2011）。除此之外，婚姻状态仅对私人

环境行动的回归结果显著，已婚者的私人环境行动显著高于未婚者，某种程度上讲，这可能是与

父母的身份有关。共产党员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显著高于非共产党员，同时共产党员进行私

人和公共环境行动的概率也明显高于非共产党员，这表明党员更愿意支持和参加政府的环境公

共事务。工作与否不会影响个人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但是处于工作状态的群体进行私人环

境行动的概率较低，采取公共环境行动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很多公共环境行动多由单位

团体统一组织，更有机会参加环境保护公共活动。环境知识水平越高，公众进行实际的环境行动

就越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越差，这与理论的预期相一致。

此外，从城市层面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越高，并且能够增进对地

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好评。信息化水平能促进居民积极地采取私人环境行动，说明媒体和环

境消息的披露更有助于增加公众的环境保护参与（Conroy 和 Emerson，2014）。此外，人力资本水

平越高的城市，对中央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越差，采取实际环境行动的概率越低，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环境需求与环境行动的差距。

（三）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逆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可能导致表 2 和表 3 的回归结果有偏且非一致。但是就上述回归结

果而言，逆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并不严重。首先，更加积极的环境问题关注和环境行

动可能通过个人环境行为或者促进政府加强环境管制等方式减轻环境污染，但是这并不会对历

史上的地区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的是 2013 年 CGSS 数据与 2010−2012 年城市环境污染

的匹配数据，也就是说上述回归中的逆向因果关系可能并不明显。其次，影响当前各地级市环境

关注行为的因素，也不会对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水平产生影响。

为了规避上述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采用各地级市的矿产资源储备量作为地

区环境污染的工具变量。因为矿产资源的开采和矿石能源的燃烧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一般

而言，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也更加严重。本文采用各地级市的矿山数量来表征一个地区的矿

产储量水平。《中国矿业年鉴》提供了各省地级市的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小型矿山企业的数量，

我们参照陈硕和陈婷（2014）的方法①，对不同规模的矿山进行加权求总得出各地区矿产资源储量

的指数，将大型矿山的权重设为 4，中型矿山的权重设为 3，小型矿山的权重设为 2，微小型矿山的

权重设为 1。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其中对环境问题关注的估计采用 IV-

Probit 方法，为简便起见，其他均采用 2SLS 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表明，环境污染激发了公众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驱动公众采取更加积极的私人环境行动，但是环境污染对公共环境行动的

影响并不显著。在环境责任认识上，环境污染降低了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且对中央政府的影

响要大于地方政府。见表 5 所示。

王    勇、郝翠红、施美程：环境污染激发公众环境关注了吗？

① 他们采用大、中、小型煤矿数量反映该地区煤炭储量的丰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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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引入单位土地面积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和城

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年均浓度作为各地级市环境污染的替代变量①进行估计，前者回归结果

见表 6 上半部分，后者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6 下半部分，两部分的回归均控制了人口特征和城市特

征变量以及是否省会城市、省份固定效应。稳健性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环境污染增加了公众对

环境问题的关注，导致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评价的降低。在环境行动上，环境污染激发了私人的

积极环境行动，对公共环境行动的影响则不显著。

表 5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私人环境行动 公共环境行动 对中央政府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1） （2） （3） （4） （5）

工业烟尘排放
0.1169** 0.3502***

−0.0033 −0.0893*** −0.0702**

（2.09） （6.49） （−0.09） （−2.86） （2.16）

是否省会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7739 0.2620 0.1628 0.1117 0.0739

样本量 6 809 6 781 6 789 5 753 5 866

第一阶段回归

矿产丰富程度（IV）
0.7367*** 0.7748*** 0.7749*** 0.7837*** 0.7853***

（73.46） （83.36） （83.32） （78.66） （74.17）

第一阶段 F 值 594.62 8 809.43 8 887.61 651.42 10 327.61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约篇幅，个人特征和

城市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

表 6    稳健性估计结果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私人环境行动 公共环境行动 对中央政府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1） （2） （3） （4） （5）

以工业 SO2 排放作为环境污染变量

工业 SO2 排放
0.1047*** 0.1341***

0.0623 −0.0228*** −0.0110**

（2.87） （3.23） （0.84） （−5.70） （−2.35）

Pseudo R2/R2
0.0332 0.2602 0.1650 0.0438 0.0308

样本量 7 773 7 737 7 742 6 498 6 615

以 PM10 年均浓度作为环境污染变量

PM10 年均浓度
0.0743** 0.4617***

0.2187 −0.1610*** −0.1099**

（2.22） （2.67） （1.36） （−8.92） （−7.56）

Pseudo R2/R2
0.0644 0.2530 0.1686 0.0371 0.0471

样本量 6 972 6 944 6 945 5 971 5 891

个人和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省会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约篇幅，个人特征和

城市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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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前者采用的是各地级市 2010−2012 年的均值。后者由于数据来源限制，采用的是 2012 年各地级市 PM10 年均浓度，相关数据来源

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以及各地级市环保局网站。PM10 是在环境空气中长期飘浮的悬浮微粒，对大气能见度影响很大，也最容易被公众感

知。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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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6 稳健性回归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以各地级市的矿产资源储备量作为工具变量对工

业 SO2 排放和 PM10 浓度进行内生性检验。表 7 汇报的是采用 2SLS 法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

看出结果依然显著，结论与表 6 回归结果一致。

由于当前的结果可能与问卷中关于公共环境行为调查的问题和测量的滞后性有关，因此，

本文还通过对私人和公共环境行为的各个调查问题进行回归检验。表 8 是针对反映私人环境行

动和公共环境行动的不同具体问题的回归结果，与表 2 和表 3 的回归结果相类似。结果表明，工

业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显著促进了私人环境行动，针对每个私人环境行为的调查问题均正向显

著。在公共环境行动上，针对不同污染物的大部分回归结果都不显著，说明公众的公共环境行为

对环境污染的反应较弱，仅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对公众更多参与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以及要求解

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环保捐款、参加政府、单位和民间环保团

体环境活动的影响不显著。这更多地反映了在环境污染的驱动下，公众更多地表现为抗争行为，

而对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的相关公益活动参加则较少。当然，这也可能源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的不足和环境社会团体力量的薄弱。

表 7    针对工业 SO2 排放和 PM10 浓度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私人环境行动 公共环境行动 对中央政府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1） （2） （3） （4） （5）

工业 SO2 排放
0.1631** 0.5153***

−0.0049 −0.1327*** −0.1049**

（2.07） （6.46） （−0.09） （2.87） （2.16）

R2
0.0501 0.2593 0.1627 0.1140 0.0735

样本量 6 639 6 781 6 789 5 753 5 873

PM10 浓度
0.3027** 2.4623***

1.8682 −1.8318*** −1.6212***

（2.28） （3.79） （1.65） （4.74） （4.65）

R2
0.0321 0.2449 0.1509 0.1057 0.0756

样本量 5 910 5 963 5 968 5 100 5 179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约篇幅，个人特征、

城市特征变量和 2SLS 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没有报告。

表 8    针对具体调查问题的回归结果

私人环境行动
是否垃圾分类投放 是否讨论环保问题

是否采购带购物篮

或购物袋

是否对塑料包装袋

重复利用

主动关注报道的

环境问题

（1） （2） （3） （4） （5）

工业烟尘排放
0.0672*** 0.0759***

0.0181 0.0842*** 0.0743***

（2.89） （3.37） （0.87） （3.93） （3.26）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0.0480* 0.1069***

0.0086 0.0478** 0.0663***

（1.83） （4.18） （0.38） （2.01） （2.59）

公共环境行动
为环境保护捐款

参加政府和单位的

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参加民间环保团体

举办的环保活动
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

参加要求解决环境

问题的投诉、上诉

（1） （2） （3） （4） （5）

工业烟尘排放
−0.0154 0.0006 −0.0134 0.0327 0.0129

（−0.54） （0.02） （−0.47） （1.23） （0.37）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0.0035 0.0211 −0.0003 0.1523*** 0.0829**

（−0.10） （0.67） （−0.01） （5.05） （2.03）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约篇幅，个人特征和

城市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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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污染与不同社会群体的环境关注

基于环境污染影响公众环境关注的理论机制，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暴露于环境污染

的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对环境质量的偏好也并不一致，这会导致不同社会群

体环境关注的异质性。为了对假说 2 做出验证，参照现有研究，进一步考察在环境污染冲击下，

不同的收入、性别、年龄、居住地的环境关注差异。将前文的回归方程拓展为：

yi j = β0+β1 pollution j+β2 pollution j× indi j+Xi j
′β+Z j

′β+εi j （4）

indi j其中： 是个人特征，包括收入、性别、年龄和居住地；其他的变量与方程（3）一致，对应不同被

解释变量的回归方法也与上文相同。

从表 9 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上，不同收入群体间不存在显著差别，

但是老年、男性和城市群体更加关注环境问题。这说明在环境污染的外部冲击下，不同社会群体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呈现分化特征。但这并非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所致，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对

环境污染的差别体验和感受。实际环境行动方面，在环境污染的影响下，城市居民的私人环境行

动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而环境污染对不同收入、性别和年龄群体的私人和公共环境行动均不存

在显著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空气污染的暴露和感知有关，根据基准回归结果，这说明在环境

污染的驱动下，各类社会群体均采取了积极的环境行动。在对政府环境工作评价方面，环境污染

与个体特征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大都不显著，说明不同年龄群体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较为一

致。从回归结果看，相对于年轻群体，环境污染导致老年群体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更差，这可

能源于老年群体对空气污染的感受更为明显。

表 9    环境污染与不同社会群体的环境关注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私人环境行动 公共环境行动 对中央政府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1） （2） （3） （4） （5）

收入特征

工业烟尘×个人收入
−0.0122 0.0017 −0.0226 0.0188 0.0222

（−0.63） （0.07） （−1.52） （1.35） （1.60）

工业 SO2×个人收入
−0.0033 0.0089 −0.0191 0.0180 0.0085

（−0.19） （0.42） （−1.46） （1.44） （0.68）

年龄特征

工业烟尘×年龄
0.0041***

0.0023 0.0001 −0.0021**
−0.0012

（3.06） （1.44） （0.13） （−2.16） （−1.26）

工业 SO2×年龄
0.0034***

0.0020 0.0002 −0.0023**
−0.0012

（2.97） （1.37） （0.17） （−2.57） （−1.43）

性别特征

工业烟尘×性别
0.0581 −0.0153 0.0077 −0.0235 −0.0035

（1.47） （−0.31） （0.22） （−0.83） （−0.12）

工业 SO2×性别
0.0712**

−0.0154 0.0154 −0.0173 −0.0095

（2.08） （−0.34） （0.49） （−0.66） （−0.37）

城乡特征

工业烟尘×城乡
0.0792* 0.1576***

−0.0284 0.0073 0.0406
（1.79） （2.86） （−0.77） （0.24） （1.35）

工业 SO2×城乡
0.0324 0.1371***

−0.0261 0.0114 0.0093
（0.81） （2.69） （−0.77） （0.40） （0.33）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约篇幅，仅汇报了环

境污染与个人特征交叉项的结果，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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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污染与不同地区公众的环境关注

在不同社会群体特征差异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区的差别。为此，将样本划分

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比较环境污染驱动环境关注边际效应的差异。分地区

样本的回归，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根

据经济繁荣假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存在阶段性差异；二是东部地区的环

境治理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更加积极，从环境污染趋势看，东部地区大都越过了污染排放的峰值

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大都处于污染峰值或接近峰值阶段（王勇等，2016），通过地区分样本的考察

也是对经济繁荣假说验证的深化。

通过表 10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结果。首先，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

的环境污染激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公众的

感知也更加明显。其次，环境污染驱动了东部地区的公共环境行动，而在中西部地区，私人环境

行动显著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体现了环境污染驱动环境关注的阶梯性差异，东部地区公众的环

境行动向更深层次的环境关注延伸，这也反映了环境关注的阶段性差别。再次，就对政府环境工

作评价而言，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均导致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满意度增加，且

对中央政府的负面评价要大于地方政府，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相比较而言，在中西部地

区，环境污染导致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负面评价更为显著，这与中西部地区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

有一定的关系。

四、进一步的讨论：经济应急假设成立吗？

经济应急假设认为，当经济形势较差，人们会将问题的关注集中于经济发展，从而弱化环境

保护。同时根据前文的研究可知，环境污染导致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差评。据此逻辑，自然

的一个问题就是，较好的经济发展形势能够缓解环境污染引致的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吗？为此，本

研究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与公众对政府环境工作评价的关系，即经济增长放缓是否

会缓解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缓和环境污染引致的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根据已有的相关

研究，如 Conroy 和 Emerson（2014）、Dienes（2015），通常认为弱势群体①更容易面临经济发展与环

境污染的权衡。为此，本研究根据个人收入平均值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样本分别进行

回归有：

表 10    环境污染与不同地区公众的环境关注

解释变量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对中央政府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私人环境行动 公共环境行动

（1） （2） （3） （4） （5）

东部地区

工业烟尘
−0.0724 −0.0339**

−0.0150 −0.1134 0.0904
（−0.75） （−2.54） （−1.13） （−1.30） （1.94）

工业 SO2

−0.2170**
−0.0117 −0.0253*

−0.0828 0.0830**

（−2.24） （−0.89） （−2.02） （−1.19） （2.16）

中西部地区

工业烟尘
0.0662* −0.0156*** −0.0147*** 0.1774***

−0.0209

（1.90） （−4.69） （−3.12） （4.30） （−0.78）

工业 SO2

0.0863** −0.0273*** −0.0197*** 0.1870*** 0.0657**

（2.16） （−6.66） （−3.52） （4.11） （2.18）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约篇幅，仅汇报了环

境污染与个人特征交叉项的结果，个人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

王    勇、郝翠红、施美程：环境污染激发公众环境关注了吗？

① 在本研究中采用收入水平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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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j = β0+β1 pollution j+β2 pollution j× economy j+Xi j
′β+Z j

′β+εi j （5）

economy j其中： 表示地区的经济状况，其他变量定义与方程（4）一致。对地区经济状况，本文分别

采用各地级市 2010−2012 年的年均实际 GDP 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来衡量，其中就业增长率基于

城镇单位及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来计算。两者虽然都能用来衡量经济发展形势，但是差别在于，

源于 GDP 的考核机制，地方官员片面追求 GDP 的政绩观导致政府环境保护行为对 GDP 增长率

更加敏感，这是地方环境保护行为弱化、环境污染愈加严重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也被称为“环

保的忧伤”（偶正涛和蔡玉高，2005；孙伟增等，2014）。而公众可能会对就业指标更加敏感，因为

就业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①当经济增长放缓，但是就业率可能仍然会保持相对稳

定。为此，我们同时采用这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和比较。回归结果见表 11。

β2

表 11 分别汇报了环境污染与地级市 GDP 增长率的交叉项以及环境污染与城镇就业增长率

的交叉项分别对高、低收入群体环境关注的影响，即（5）式中的 系数。首先，在对环境问题的关

注上，低收入群体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间确实存在权衡，即经济增长越快，就业形势越好，低收

入群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越高。但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交叉项回归结果则大都不显著甚至系数

为负，说明经济应急假设对高收入群体并不成立。从对政府的评价看，GDP 增长与环境污染交

叉项的回归结果大都不显著，而就业增长与环境污染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也就是说，

当就业增长率较高，环境污染会导致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工作评价的提升。这说明，公众

对就业增长更加关注，会缓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对政府的负面评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

更加担心环境保护会影响就业而非经济增长，公众对政府的态度会在就业和环境之间进行权

衡。从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看，这种权衡在低收入群体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与之前的理论

机制分析较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个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和实际的环境行动三个方面分析了

地区污染程度对个人环境关注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1）环境污染激发了公众的

表 11    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环境关注和政府评价

收入组

对环境问题

的关注

对中央政府

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

的评价

对环境问题

的关注

对中央政府

的评价

对地方政府

的评价

（1） （2） （3） （4） （5） （6）

GDP 增长速度 就业增长率

工业烟尘排放

低收入
0.0905***

0.0042 0.0205 0.0028*** 0.0015*** 0.0017***

（2.65） （0.23） （1.10） （3.26） （3.01） （3.54）

高收入
−0.0022 0.0296 0.0309 0.0023*** 0.0016*** 0.0016***

（−0.08） （1.52） （1.58） （2.95） （3.00） （3.45）

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

低收入
0.1036***

0.0021 0.0213 0.0005 0.0022*** 0.0023***

（3.34） （0.11） （1.08） （0.96） （4.95） （5.07）

高收入
−0.0507**

0.0222 0.0387**
0.0004 0.0016*** 0.0021***

（−2.19） （1.25） （2.13） （0.70） （3.17） （4.64）

　　注：表中小括号内为 t 值，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约篇幅，仅汇报了环

境污染与城市经济状况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回归过程控制了个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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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2014 年的临沂环保事件，关停了大量的企业，大量工人失业，带来了潜在的社会问题风险，当地盗抢案件有抬头趋势（陈诗一和

谢振，2015）。

•  120  •



环境关注度，体现在认为环境问题更为重要，对政府环境工作的评价较差，以及采取更加积极的

私人环境保护行动。但是环境污染并没有激发公众更深层次的公共环境行动。（2）针对个人社

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面对环境污染时，不同社会群体的环境关注呈现分化特征，主要体现

为老年、男性和城市群体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在环境污染的驱使下，城市居民采取私人环境行动

的积极性更高，但是环境污染对公共环境行动的影响并不明显。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政

府环境工作的评价较差。（3）从地区层面看，环境污染对环境关注的驱动性作用在东部和中西部

地区存在阶梯性差异，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居民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和采取积极的私人环境行动，

东部地区居民则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公共环境行动。（4）进一步针对地区经济状况所做的考察

表明，整体看，经济应急假设对低收入群体成立，即经济形势越好，低收入群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并未影响公众因环境污染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但是

就业增长能够缓解环境污染激发的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负面评价，且这种作用在低收入

群体表现得更为明显。

本文研究所具有的政策启示是：首先，并不是环境污染越严重，公众的环境行动越积极，特

别是对公共环境行动而言更是如此。这说明环境态度与环境行动具有很大的距离，环境污染能

够促使公众关注环境问题的集体理性，但是在实际的环境行动上这种集体理性则很难形成。因

此，面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一方面，要引导和支持公

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另一方面，需要健全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活动的市场体系和制度体系，

降低公众环境行动的成本，提升公众环境行动的获得感。其次，政府积极的环境信息公开和披

露，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环境关注度，引导公众的环境行动。同时及时的信息发布也有助于树立政

府的正面形象，改善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的评价。再次，积极的环境关注需要有利的经济发展条

件支撑，公众的积极环境关注也会在环境和就业之间进行权衡。因此，环境保护工作同时需要考

虑如何保证更加充分的就业。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公益性的环境项目引导公众的环境参与，同时

也要考虑通过增加环境治理投入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创造更加充分的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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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voke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Wang Yong1,  Hao Cuihong2,  Shi Meicheng3

(1.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Beijing 10002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3.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Summary:  With four decades of rapid growth，the extensiv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has led to severe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has become a prominent shortcoming

on building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the increasingly urgent need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pub-

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ulcrum to propel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into a higher and deeper level.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how does the

public mak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decisions? Does pollution exposure trigger changes in collective environ-

ment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bviously，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

moting positive public environmental actions and forming the joint force of the government，the enterprise and

the public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sing CGSS （2013） matched with city level data，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from three aspects：the atten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envir-

onmental actions and evalu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work of the government. The study firstly finds that

pollution drives the public to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take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actions

actively，and induce public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 protection，but pollu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deeper public environment actions. Secondly，the environmental concern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presents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High income groups，men and urban resident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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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n higher enthusiasm in taking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actions，and urban residents are more disconten-

ted with the government. Thirdly，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environmental concern have reflec-

ted ladder-like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that is，the residents in the mid-west area con-

cern more abou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like to take active private environmental actions，while the resid-

en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like to take deeper public environmental action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bet-

ter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s，the more the low income group concern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blems，but the

better employment situation can ease the public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mainly reflect in the fol-

lowing aspects. Firstly，most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soci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from the

fields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while ignoring the impact of macro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ur work is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overall mechanism and the

trend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Secondly，this study compar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ranging from shallow environmental concern to deep

environmental actions. The heterogeneity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s also ex-

amined in our study. These give us mor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Thirdly，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envir-

onmental pollution affecting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concern，and puts forward the person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rom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to environmental actions，which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has strong political implication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s public con-

cern about the collective rationalit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but such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s hard to form

in practical actions.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guide and support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posi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refine the market and institute system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sitive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reduce the cos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improve the acquisi-

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concern； environmental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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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transparenc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the transpar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social security fund. The public’s focus on “social security” will promote the fiscal transparency of loc-

al government and the transpar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owever，public attention will not promote the

general public budget transparency. At the same time，in coastal areas，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the “three pub-

lic consumption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in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total fiscal transpar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in inland areas，public appeal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local fiscal trans-

parency，whether it concerns the “three public consumptions” or the “social security” information.

Key words:  fiscal transparency； public appeal； three public consum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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